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谘询冻卵，发现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
子。摄：七七/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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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9月17日 中国大陆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二次开庭 未当庭宣布结

“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国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

中国女性生育权一直没有回归到女性自身，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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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9月17日，中国大陆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二次开庭，未当庭宣布结

果。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因自己提出冷冻卵子需求被拒，起诉北京市一家知名三甲妇产医院。在中国大陆，男性

不论婚否均可冷冻精子，但依据2003年原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下称《规范》），单身女性

被禁止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这一案件于2019年12月底首次开庭，引发巨大关注。2021年初中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关于

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作出回应，表示“将着力推动辅助生殖技

术管理立法工作”。尽管二胎乃至三胎放开的生育新政陆续颁布，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成现实。除去生育成本等外在

因素的制约，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其自主和权利意识也在觉醒。面对人口问题的严峻现实，徐枣枣的起诉也

是对执政者和执法者的一个提问：现在，中国单身女性可以自主生育权吗？

2018年，30岁的徐枣枣亲自确定了一件事：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子。31岁时，她决定

就此发起诉讼。现在她33岁了，正在等待一审二次开庭的结果。


9月17日下午，尽管发布开庭信息的微信自媒体文章被删除，支持者和媒体还是闻迅赶来，徐枣枣在法院

门口被国内外媒体蜂拥围住。

案子引起全国关注和讨论之后，徐枣枣发现，原来大多数女性不知道单身时不能冻卵，甚至不知道冻卵在

中国已没有技术障碍。徐枣枣和支持者们想要声张的是作为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而冻卵或许是漫长生育

链条中最容易的一环。

女性的生育权在中国的几大相关法律中都有条文明确的保障。但在落实和执行的层面，生育往往与婚姻关

系绑定，单身女性以及非婚已育女性被排除在外。而这与执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息息相关。医院声称

拒绝为徐枣枣冻卵所遵循的《规范》也被视为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

徐枣枣的诉讼开庭前不到两个月，三胎放开以及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正式发布，将“到2025年，积极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列为主要目标。鼓励生育的大方向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也成为徐枣枣争取法庭支

持的重要依据。

但另一方面，诉讼也折射出现实与新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断档。徐枣枣看似简单的诉求实际触碰的是计

划生育时代的生育内核——生育与婚姻关系绑定。

“我真实的需求应该怎么样被满足？”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

——去问诊的几乎都是年轻夫妻或由长辈陪伴的已婚女性



——去问诊的几乎都是年轻夫妻或由长辈陪伴的已婚女性。

徐枣枣告诉医生想咨询冻卵。坐诊的医生埋头询问基本情况，眼睛没有离开病历本。直到她随口说道：“是

已婚吧。”徐枣枣答：“不是。”医生停下来，抬头看着徐枣枣，手里的笔同时放下。


徐枣枣感受到对方传递的信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听到徐枣枣“暂时还不想结婚，想为以后留一个可能”的理由以后，医生告诉她，趁着现在年轻，早点生孩

子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产后恢复快，生完孩子再发展事业也来得及。而且，国家现在有政策不允许给单

身未婚的女性提供冻卵服务。所以，先去领证结婚。

对面的年长女医生态度友好妥帖，但几乎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徐枣枣感到生气。“我不能对个体发作，因为

不是她的错，但又不知道找谁说理”。北京冬天室内暖气充足，加上空间里超载的人数，徐枣枣觉得缺氧和

压抑。

眼前的场景，她早有预期。北京妇产医院并非首选，她原本想要去国内辅助生殖技术最富盛名的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但这家医院的辅助生殖科只能线下预约挂号，并且需要出示结婚证。“这样的医院我是连门都进

不去的。”而北京妇产医院的这一科室接受网上预约，院方客服告诉徐枣枣，具体情况可以跟医生咨询。


徐枣枣不想被这样“打发走”：“但是我现在这个（单身）状态就是这样，我真实的需求应该怎么样被满

足？”



法国尼斯一所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内，萤幕显示显微镜下的一粒卵子。摄：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徐枣枣觉得医生显得有些不得已，但她还是给徐枣枣开具了检查单，让她先查一下当时的身体状况。那些

检查通常是给备孕或者准备试管婴儿的已婚女性做的。

全部检查分两次做完，2018年12月徐枣枣又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她的身体状态很好，适合备孕，也可

以冻卵。但最终，徐枣枣把第一次咨询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医生也把自己第一次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徐枣枣第一次去医院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向拥挤的候诊队伍里撒了一把小广告，然后迅速消失。徐枣枣

捡起一张看，上面写着提供代孕、胎儿性别鉴定等各式服务。在女厕所的隔间门后，贴满了更加直白的广

告，包生男孩、包性别、有偿捐卵、赴美生子不一而足。徐枣枣发现，为了争抢生意，贴广告的人会把竞

争对手的联系方式抹掉，留下自己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这些灰色地带是存在的。”在9月18日接受端传媒专访当天，

徐枣枣还收到一笔捐款，捐款人自称在一个特大城市专业运营人工辅助生殖业务，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冻

卵。徐枣枣对此一笑了之。

即将30岁，她决定冻卵 


2015年，演员徐静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已经在美国冻卵，让冻卵这项医疗服务在中国迅速提高了公共

知晓度。徐枣枣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知道了冻卵的存在，她觉得生育离自己非常遥远，直到29岁时。

“快30岁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开始跟你说，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枣枣说。 


好的坏的一并袭来。好的是，29岁这一年，在新媒体行业供职的徐枣枣获得了一个晋升机会，她开始带团

队。“我发现可以用我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去解决一些事儿，能看着团队把我的一些想法实现。这种感觉是很

爽的、很有成就感。”徐枣枣意识到，她可以实现更大价值，并且自己喜欢。

坏的是，身体机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子就容易胖，必须靠健身维持轻盈状态，熬夜之后需要更长时间才

能恢复。这些新的身体变化让徐枣枣有些难以接受。加之新媒体的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她有时觉得自己

被掏空了。



也是在这一年，徐枣枣结束了一段长时间的亲密关系。跟其他在异乡的年轻情侣一样，分手意味着搬家，

再次一个人生活，面对生活中一系列平日里都会觉得难缠的变动。

徐枣枣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将30岁的时候，如何让自己觉得更安全？外界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拥有一

个自己的房子，开始一段新的爱情，走入婚姻和家庭，挣更多的钱，或者生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徐枣

枣的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去规划和决定。

“当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到两个甚至是三个主要矛盾的时候，我还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一旦超过

三个，我会觉得有点难平衡，希望能够先解决或者是推迟一两个烦恼。”徐枣枣非常明确自己还不想结婚，

生孩子这件事优先级也相对靠后。

冻卵从一件遥远的事变成了真实的需求。“我还是更在意我现在的事业，我的自我提升或者人生规划。如果

能用冻卵去解决这一块，那不是很好？”而且身边总有人提醒徐枣枣，高龄（35岁是高龄产妇的年龄分界

点）以后，自己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卵子的质量都会下降。

一所生殖技术实验室内的一名工作人员把卵子样本放进液态氮容器内冷藏。摄：Benoit Tessier/Reuters/达志影像



在欧美、日本、泰国、香港等地，冻卵服务业已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商业服务，但在中国大陆，只有已婚女

性或患癌女性在接受治疗前进行生育力保存时才被允许获得。

出国冻卵往往价格不菲。徐枣枣咨询到的价格是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美国费用最高。然而，在中国的公

立医院，这一价格则只有2万元上下。

徐枣枣原本以为是容易解决的“矛盾之一”却成为最难解决的。“我觉得自我消化不了，因为还有那么多人有

一样的需求，我就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在跟我走一样的路。这就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完全是一个人为的原

因。”她想要反抗。

发起诉讼：我想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 


“就像之前别人一直在揍我，我觉得我已经吓傻了。没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里忍受，非常委屈，非常

愤怒。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可以动的。”徐枣枣说。

这一时刻发生在咨询冻卵被拒绝后不久，2019年前后，徐枣枣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关于女性生育权的线下讨

论会。讨论会由倡导多元家庭理念和自由选择权的民间组织——多元家庭网络举办，徐枣枣后来也成为了

志愿者。在那场讨论会上，一位女性社会学家为徐枣枣“打开了一扇门”。她分享的主题是新中国生育政策

与女性的关系。

徐枣枣认为，与人口和生育有关的大多数报导里，女性都像螺丝钉，国家需要女性干什么，在这个政策和

时代背景下，女性就要去干什么，论述的背后逻辑“其实都是怎么想办法能让女人生更多孩子”。但是，女

教授的分享让她第一次听到，一个女性作为主体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女性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在跟

现有政策共存的状态下，做一些变通或者是尝试。 

会上提及中国唯一允许单身女性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吉林省，但遗憾当时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诉

讼案件，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没能真正得到应用。这启发了徐枣枣。她默默坐在听众席里想：“也许你们要找

的人就坐在这儿。”她有完整的就诊经历和书面记录，在她病历本上的就诊项目里，明确写着冻卵咨询。

2019年3月，徐枣枣决定起诉。第一位律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徐枣枣，她的案例属于倡导型，胜诉概

率有限。这意味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过程往往艰难。

外界开始知晓徐枣枣是从2019年12月23日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前后。但在那之前，徐枣枣已经

历了在两个区的法庭不予立案、换了一次律师和改变起诉理由——从医疗合同纠纷改为一般人格权纠纷。

与司法系统的首次遭遇，徐枣枣觉得自己又被打发了。当年3月，她们两次找到东城区人民法院。一位年长



与司法系统的首次遭遇，徐枣枣觉得自 又被打发了。当年 月，她们两次找到东城 人民法院。 位年长

的男性法院工作人员出面解释。他把徐枣枣和律师叫到一个空的法庭，反复强调不能立案。徐枣枣也反复

向对方强调：“我现在就有这个需求，应该怎么办？”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能按照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办

事，没办法质疑现有体系。他建议徐枣枣，如果想冻卵就出国去做，这样中国法律也不会管。在最后，这

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你这些都是西方传过来的。”

“我想让他们看见，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个钥匙。我拿到这个钥匙本身是

重要的。”

在半年后的9月底，徐枣枣和第二任律师终于拿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立案通过。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

为由提起诉讼。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生育权，也包括身体权。

即将开庭的消息一经发出，媒体采访纷至沓来。徐枣枣一天至少接受10个采访。她需要按小时安排自己的

一天。有时候甚至要提醒记者注意时间，因为下一个电话很快就要打进来。

徐枣枣很意外。“我的心态就是没有人理，我悄咪咪地把这事做完，然后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是那么在乎的。”在开庭之前，徐枣枣和多元家庭网路一起给国内60多位有社会影响力或

者关心女性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信，希望呼吁他们关注冻卵案和支持单身女性生育权，都石沉大

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枣枣非常强调自己起诉的原因：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我不希望被写成一

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不能生孩子、找不着对象的大龄女青年，为了以后找到对象一定要生。我想让

他们看见，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个钥匙。我拿到这个钥匙本身是重要的。”

前来采访的男女记者本身也折射出社会对於单身女性生育的各异态度。有人问她：你要冻卵这个事儿，你

男朋友同意吗？你怎么跟他说和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人问她：你同事领导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奇

怪？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上海，一名男孩望着一个地铁站内的婴儿用品广告。摄：Carlos Barria/Reuters/达志影像

多元家庭网络创始人、徐枣枣的二次开庭律师董晓莹告诉端传媒，自己一直关注国内非婚女性生育权这一

议题。“她们的生育权在国内受限。我们想从诉讼的角度，通过司法途径去扩大影响，争取可见度。”

董晓莹认为，通过徐枣枣的案子，关于女性生育权的议题被确实地推到公众面前，而徐枣枣在不断接受采

访时所表达的其实代表了很多女性的心声。让董晓莹欣喜的还有很多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愿意就女性生育权

公开发声并且给予支持。“这个过程都很有意义。”

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 


2020年4月，徐枣枣在互联网上发出诉讼费的公开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写道：“大家都付出很多，不单是

为了案子，也更不是单纯为了我，而是为了女性生育权的平权事业。”

呈现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这是徐枣枣的一个希望。她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看

到的影视作品里，大多数单身生育的女性形象都是悲惨的受害者，社会对她们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现在不应该这样了。（女性单身生育）形象叙事该被改变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做的这些选择是主

动的、负责任的、作为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客体。”

虽然在过去几年，女权倡导组织和积极行动者被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网络舆论联合围堵、攻击，但当下的

女性权益意识不论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场，其可见度和民意基础都不可逆转地得到了提高和扩

大 因为真实世界中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选择



大。因为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选择。

徐枣枣学生时代的很多女性好友都在被认为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但她们的选择已经与上一代不同。当她

们觉得婚姻无法帮助自己成长、获得发展空间的时候，离婚成为自然选择。“现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说，觉得

离婚是人生大事，结婚不是。这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还是很尊重自己和自己感

受的。”

因为冻卵案，徐枣枣一头扎进单身生育这个议题里。她结识了更多的女性，也开始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生育

意愿以及已经生育的单身女性们。

2019年底第一次开庭之后，再次开庭的通知一直杳无音讯，再加上疫情爆发，徐枣枣跟多元家庭一起邀请

专家和专业人士开了多场线上分享活动。有的女性听众告诉徐枣枣，冻卵案之前，她们不知道在中国单身

女性不能冻卵。现在她们知道了，她们很愤怒，因为不公平。

在其中一次的分享会上，徐枣枣认识了张萌，她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生育保险案的当事人，已经当了妈

妈。徐枣枣看到了同为单身女性在生育议题下的另一种状态。“她自己去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智慧，

还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照亮其他情况类似的人。那种东西是非常鼓舞和感染我的。”徐枣枣说，不同生命体

验的女性相互交汇，那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现实也在不断提醒徐枣枣，针对单身女性生育的敌意和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两次开庭都会被被告方的

陈述点燃，让我觉得不能这么就算了。”

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除了论述国家有政策规定外，还列出了“单身女性生育会造成单亲子女的教育问

题、会推迟女性生育年龄”等在徐枣枣看来代表主流保守性别观念的理由。在9月17日下午进行的第二次开

庭中，被告提出单身女性冻卵会延迟生育年龄，由此催生高龄产妇，而这对孕妇和胎儿来说等于“自残”。

徐枣枣说自己气愤到双手发抖。但两次庭审的法官都让徐枣枣感到些许安慰。他们态度友好，给了她和律

师相对充分的表达时间和空间，并且认真聆听。

徐枣枣说，被告方律师绕来绕去，其实总想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即“不平等的体制。一方面是男女性别的

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国家懒政又同时过于深入个人生活的越权管理。”

中国女性生育权被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被视为中国彻

底放开三胎生育的标志。同时发布的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被称为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



其中有诸多引人关注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计划生育时代色彩浓重的社会抚养费（又名超生罚款），将入

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文件称，一系列举措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努力满足群众多元

化生育需求”。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退休教授、性别与法专家刘明辉对端传媒表示，当前的大环境对于保障女性生育权非

常有利。“跟计划生育那时代是完全两样了，那个时候是不惜代价地去控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想方设法

地鼓励生。但问题是没有多少人生，所以才让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过课题研究，刘明辉了解到单独二

孩乃至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实际的生育增长情况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她作为冻卵案的两名专家证人之一出

席二次开庭。

刘明辉说：鼓励生育得落到实处，光喊口号没有用。“我觉得咱们实质鼓励的东西还是少一些，光是在那喊

口号、下命令。比如像日本，人家确确实实是给财政补贴的。哪个公司做的好，政府给钱的，还有精神上

的表彰。”

徐枣枣说：“现在年轻人又要养老又要育儿，尤其我是80后这一代的独生子女，这些责任如果都压在身上，

只是说开放政策就去做选择其实非常难，要考虑的后顾之忧太多。”

在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下，单身女性是否能够掌握生育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31-mainland-unmarried-mother/


广州，一名妇人走过一张推广计划生育的海报。摄：China Photo/Reuters/达志影像

董晓莹说：“国家没有松过口说保护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相关政策也都没有明确，所以地方也很难去有一个

依据。”让她感到鼓舞的是，文件明确提出了“多元生育需求”的表述。刘明辉也认为中国对于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整体呈现放开趋势。她告诉端传媒，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时在最后审议中删去了“禁止

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执行40年，其造成的行政惯性和管理思维定式虽然在松动，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月由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发布的《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中写道：“我

国生育权政策体系繁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很多内容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而是交给国家卫生与计划

生育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地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各级人民政府来补充，随之产生了

一些地方或部门规定甚至是地方的‘红头文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由包括律师在

内的多家中国大陆民间组织构成。

董晓莹也认为，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了社会抚养费、户口登记等限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单身女性仍然要

面对诸多困难，比如生育保险报销。“在国家层面的规定，比如《社会保险法》，没有限制说必须有结婚证

才能领取生育保险，但是在地方的执行上就是卡住了。其实这是一个违反上位阶法的情况，但是地方没有

动力去改变。”

“非婚生育除了违反所谓的传统价值、让家庭‘蒙羞’之外，还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国家一直都是实行严格

的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法里说的也是提倡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层面就都把生育权的

主体默认到了夫妻身上，所以非婚群体一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晓莹说，虽然国家政策上已经允许非婚

生育子女直接登记户口，但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在实际执行层面仍然认为非婚生育不能登记，因为违反计

划生育政策。

刘明辉告诉端传媒，为了做专家证人，自己搜集了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发现没有任何一条禁止单身女性

冻卵的规定。她认为，拒绝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但可以为单身男性提供冻精服务，这属于性别歧

视，而只能给已婚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则属于身份歧视。医院所遵从的2003年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与多

个上位阶法相违背，理应取缔。

《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指出：“现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虽然确认了公民

的生育权，但是实际规定里却以‘夫妻’作为生育的主体。虽然法律层面并没有明文禁止单身生育，实际上各

个地方在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时候 却将单身生育囊括进入了‘违法生育’之列 将‘是否结婚’作



个地方在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时候，却将单身生育囊括进入了 违法生育 之列，将 是否结婚 作

为‘能否合法生育’的其中一个条件。”

在董晓莹看来，中国女性生育权本身一直没有回归到女性自身，当作其一项基本人权。“一直都是限制在一

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没有把它独立出来，从计划生育法到现在从来没有松动过。”

鼓励生育的大环境与单身女性掌握生育权之间仍然存在鸿沟。董晓莹认为，仅靠国家政策，还远远不够。

在地方执行差异巨大的现实下，每个人会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体的地方政策，国家政策的变化给人争取

提供了空间，但“不是说政策在了，个人的权利就都实现了”。

但与此同时，举国鼓励生育的大环境反而加重了干涉女性生育权的势能——催生变得更严重了。在十一国

庆假期时，跟徐枣枣年纪相仿的两位新朋友告诉她，她们原本已婚未育，但自己现在遭受到的催生压力是

空前的。董晓莹身边的女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开后被催生的情况。她告诉端传媒，尤其是生了一胎之后的

女性。如果一胎是女儿，女性大概率会被催着生二胎，看能否要个男孩。“这个也更能体现，生育权不在女

性自己手里。到现在还非常普遍，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第二次开庭结束意味着一审阶段的司法程序已经走完，现在只剩公布胜诉或者败诉的结果。徐枣枣被问及

对冻卵的想法是否有变化时，她说：“生孩子还是没有那么迫切，但对于冻卵更迫切了一点。因为我的卵又

老了一些。”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如果在国内冻卵的前景完全无望，她会考虑攒够钱之后出国冻卵。“但这

都不是上策，我想坚持我的诉讼请求，就在这一家医院冻。”

虽然仍期待胜诉，但徐枣枣不执着于判决结果。她对端传媒说，一个社会实践性别平等需要分步骤分时期

来完成。从最开始形式上的显性不平等逐渐消失，然后发展到隐性的不平等逐渐消失，最终达到实质平

等。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从观念到生活实践，都是很需要练习的，也都是很渐进的。大家对于这些不公正

的容忍程度也在变化。”


